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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侵害个人信息权益造成的损害包括财产损害和精神损害两类。侵害个人信息权益在精神损害赔偿方面存

在请求权基础争议、“严重精神损害”证明困难以及精神损害数额难以确定等适用困境。个人信息具有

明显的人格权属性，与人格自由与人格尊严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个人信息权益遭受损害时被侵权人

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有理论正当性基础及法规范依据，应当从困境出发寻找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路径，以

期能够对侵害个人信息权益所致精神损害的救济问题作出更完美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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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amages caused by infringement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rights and interests include both pr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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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ty damage and moral damage. There are disputes over the legal basis for claiming compensation 
for moral damage related to the infringement of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difficulties in proving “serious moral damage” and challenges in determining the amount of com-
pensation for moral damage, leading to difficulties in applying the relevant legal provisions. Per-
sonal information has obvious attributes of personality rights and is closely related to personal 
freedom and dignity. Therefore, when personal information rights and interests suffer damage, 
the infringer’s claim for compensation for moral damages has a theoretical justification and legal 
normative basis, and the path of application of compensation for moral damages should be sought 
from the dilemma, so as to be able to make a more perfect response to the issue of relief for moral 
damages caused by infringement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rights and inter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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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以下简称《个人信息保护法》)颁布实施以前，侵害个人信息

权益所致损害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适用的是《民法典》第 1165 条第 1 款规定的过错责任原则，其中涉及

的精神损害赔偿适用的是《民法典》第 1183 条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在《个人信息保护法》出台之后，第

69 第 1 款明确了个人信息处理者侵害他人个人信息权益的损害赔偿责任适用的是过错推定责任，第 2 款

设置了具体计算赔偿数额的方式。以上条款并未对“损害”的涵盖范畴加以明晰，以至于其是否包括精

神损害仍存较大争议。然而，在许多个人信息权益受侵害的案件中，受害者往往会处于精神上的痛苦状

态之中，如产生恐惧、焦虑等情绪，财产损失相对来说较少且容易计算。在此类案件中，精神损害无疑

是更加值得讨论的问题。此外，学界对于个人信息权益受侵害时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基础、精神

损害赔偿的认定要件、赔偿数额的计算等也存在争议。 
针对以上问题，本文首先拟对侵害个人信息权益所致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困境进行分析；其次，论

证个人信息权益受侵害时可以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正当性；最后，探析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完善路径，

以期使侵害个人信息权益案件中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更加清晰化和规范化。 

2. 侵害个人信息权益所致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困境 

《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于侵害个人信息权益造成的损害均设置了救济条款，然二者对

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存在模糊性，造成了学界的诸多分歧和司法实践中的适用乱象。个人信息遭受侵

害后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基础是什么？精神损害如何认定？赔偿数额如何确定？这些亟待解决的

难题都使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陷入困境。 

2.1. 请求权基础争议 

请求权基础，指的是一方当事人得向他方当事人有所主张的法律规范[1]。具体到侵害个人信息权益

的案件中，就是因个人信息权益受到侵害而导致精神状况受损的当事人向加害者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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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依据。针对该问题学界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个人信息遭受侵害的主体请求精神损害赔

偿适用的依据是《民法典》第 1183 条的相关规定。另一种观点认为受侵害信息主体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

请求权基础来源于《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69 条。持第一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个人信息保护法》并未明确

规定个人信息权益的精神损害赔偿[2]，故第 69 条不能直接作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依据，而是应该

适用《民法典》的路径来寻求救济。持第二种观点的学者则认为《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69 条并未对损害

进行区分，其囊括精神损害是应有之义，且该条之所以没有使用“财产损失”而是使用“损失”一词，

是因为此处的“损失”包括财产损失(财产损害)和精神损失(精神损害)，可以直接作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的法律依据[3]。因此，《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69 条是个人信息主体诉请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依据。 
这两种观点虽对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基础存在分歧，但都肯定了个人信息受侵害可以适用精神损

害赔偿。二者依据的请求权基础不同，可能会造成以下三个方面的差异：第一，是否以“造成严重精神

损害”为要件。依据《民法典》第 1183 条的规定，精神损害赔偿的成立以造成“严重精神损害”为必要，

而《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69 条未对损害程度予以规定。第二，在归责原则上，基于《个人信息保护法》

第 69 条第 1 款之规定，毋庸置疑，财产损失赔偿责任应适用过错推定责任原则。然而，对于精神损害赔

偿责任能否被纳入该条的适用范畴之中，仍有待进一步探讨。而精神损害按照《民法典》第 1183 条第 1
款之规定，必须满足“严重精神损害”这一前提条件，故仍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第三，在精神损害赔

偿数额的确定方式上，以《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69 条作为请求权依据的，该条第 2 款直接规定了赔偿数

额的确定方法，即精神损失的赔偿金额既可以按照个人信息主体的受损来确定，也可以按照个人信息处

理者的获利来确定。我国《民法典》中并未对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作出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通常

参考最高人民法院修改后的《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第 5 条的规定来确定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4]，由法官

综合考虑各项因素后确定具体赔偿数额。 

2.2. “严重精神损害”证明困难 

由于我国立法对于精神损害赔偿的态度过于谨慎，从而导致很多个人信息受侵害案件中的精神损害

赔偿无法得到法院的支持，退一步讲，纵使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获得了法院的支持，赔偿数额往往也难

以达到原告的心理预期。也可以说，能够成功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的往往是诉请赔偿的数额较低的案件。

在我国司法实践当中，关于认定是否构成“严重精神损害”，只有损害后果较为明显的物质性人格权、

或者与人格利益密切相关的精神性人格权受到侵犯时，法院才会对其予以认可[5]。根据《民法典》第 1183
条第 1 款之规定，受害人意欲取得精神损害赔偿须满足以下两个要件：其一，侵害客体必须是人身权益。

个人信息保护的核心在于维护个人信息的自决，尊重及保障人格尊严自由发展[6]。个人信息之上兼具人

格利益与财产利益双重属性。虽然《民法典》未将个人信息规定为一种权利，但在总则编第五章中，人

格权益保护位于该章节首位，在价值位次上优先于财产性权益[7]，且《民法典》将个人信息与隐私权一

起列入第六章，也是对个人信息的人格权益属性进行确认。其二，精神损害必须达到“严重”的程度。

“严重”一词具有较强的模糊性，难以用一个纯粹客观的标准对其进行衡量，只能在特定的案件中做出

解释。《民法典》第 1183 条将“严重精神损害”作为诉请精神损害赔偿的必备要件。故而受害人要想获

得精神损害赔偿抚慰金，就需证明精神损害存在且损害达到严重程度这两项事实，但在实践中被侵权人

往往难以证明损害后果的严重程度。 

2.3. 赔偿金额难以计算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69 条第 2 款就损害赔偿数额规定了三种计算方式，分别是被侵权人的损

失、侵权人的获益以及法院酌定赔偿。就被侵权人的损失而言，个人信息侵权领域中的精神损害本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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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存在以及是否达到“严重性”要件便已经是难以认定的问题，赔偿数额更是无从谈起。个人信息区别

于其它权利客体，其具有无体化的特性；而精神损害往往表现为内心的痛苦焦虑等，亦不外露。加之侵

害个人信息的行为通常发生于线上网络环境之中，具有隐匿性。种种原因下导致其损失无法精确有效地

用数额计算出来。就侵权人获益而言，精神损害赔偿往往只能由受到侵害的个人提起诉讼予以主张，而

在信息洪流之中要想获取经济利益往往需要大量的信息，单一的个人信息不具备较大经济价值。因此单

个人的信息被侵害时所能获益多少也难以计算。 
《民法典》中也未对赔偿数额的计算方法作出明确规定。因此，司法实践中关于精神损害赔偿数额

的认定往往由法官自由裁量。自由裁量是司法实务中一个永恒的议题，有利有弊。我国立法上和司法上

均未对精神损害赔偿设置最高限额和最低限额，没有一个范围参照，自由裁量很有可能存在恣意的风险。

由于各个法院所在地区的平均生活水平存在差异，对于精神损害赔偿存在着不同的标准，鉴于其所具备

的主观性、数额不确定性、“完全赔偿原则”不完全适用性等独特属性，种种计算方法接连涌现，如完

全酌定、固定赔偿、比例赔偿、最高限额赔偿等，但尚未找到统一的、普适的标准[8]。缺乏相关的规定

和参考，无法确定具体数额的幅度或限额，司法实践中法官的主观随意性较大，可能会对司法的公正性

和权威性造成一定的影响。 

3. 侵害个人信息权益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正当性 

尽管侵害个人信息所致精神损害赔偿在适用上存在请求权争议、“严重性损害”证明困难、赔偿数

额难以确定等诸多困境，但我们不能以此否认个人信息权益受损时可以适用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大数

据时代背景下，我们在互联网上可以称之为“透明人”，个人信息尤其是隐私信息的泄露通常给我们带

来的并非直接的经济利益损失，而是精神方面的损害。现实的救济需要及法框架内的依据均可作为侵害

个人信息案件中精神损害赔偿制度适用的正当性来源。 

3.1. 理论基础：损害可救济 

侵害个人信息权益能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个人信息权益具有人格属性。个人信息权

益不仅承载着现实社会的人格价值，也蕴含着线上网络环境中个人的人格价值，这与我们所认为的传统

人格权要素不同。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网络信息的传播速度之快是我们都能体会到的，个人信息的利

用、泄露、传播往往只发生于片刻之前，却能给我们带来不可逆转的伤害。常常听到网民们调侃“你的

生活没有那么多观众”“互联网没有记忆”，然而事实上是哪怕信息数据只出现了一秒，也会留下痕迹

或被人保存。担心社会评价的降低、担心被敲诈勒索或被诈骗、担心信息泄露后经济利益的损失，都会

令当事人产生不良的精神或者心理反应。这种信息侵害给精神利益造成的损害若是得不到救济，那么人

格尊严与人格自由也就无从谈起了。 
可救济性损害是指客观存在的、且法律认可的能够予以救济的损害[9]。如上所述，个人信息受侵害

造成的精神损害无疑是客观存在的。在法律认可方面，《民法典》在人格权编对个人信息予以规定，并

规定了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也将具有人格权属性的个人信息权益纳入必要

补救的精神损害范围之内。因此，可救济性损害理论为构建个人信息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提供了重要

理论基础。 

3.2. 现行法规定：有法可依 

《民法典》第 1183 条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69 条都可以作为个人信息权益遭受侵害的当事人主

张精神损害赔偿的现行法依据。精神损害赔偿适用《民法典》第 1183 是毋庸置疑的，而能否适用《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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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保护法》第 69 条存在争议，前文在请求权基础争议部分已经作出阐述，在此不再赘述。从条文内容

上看，二者适用的主体有所差别。《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69 条第 1 款所规定的是个人信息处理者侵害个

人信息权益的行为，而《民法典》第 1183 条第 1 款规定的是普通民事主体侵害包括个人信息权益在内的

自然人人身权益的行为。当被侵权人主张的是人身或财产损失时，侵权人身份的不同对于请求权基础的

选择具有关键性意义，当侵权人为个人信息处理者时，被侵权人应当依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69 条第

1 款主张损害赔偿；当侵权人非为个人信息处理者时，被侵权人应当依据《民法典》第 1183 条第 1 款主

张损害赔偿[10]。然而当被侵权人主张的是精神损害赔偿时，由于《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69 条对于“损

害”规定的不明确性，能否适用《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69 条存在争议。 

4. 侵害个人信息权益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路径探析 

4.1. 不同主体适用不同的规则 

我国《民法典》第 1183 条对于主体身份并没有具体的限定，其包括所有民事主体侵害自然人人身权

益的行为。《个人信息保护法》主要调整的是个人信息主体与个人信息处理者之间的法律关系。个人信

息处理者相较于非个人信息处理者而言在技术方面处于优势地位，所以其侵害个人信息权益的损害赔偿

适用《个人信息保护法》，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证明规则更具有合理性，能够稍加平衡两者强弱不同的

地位。而非个人信息处理者由于欠缺专业性和技术性，举证困难，应以《民法典》中的相关规定为请求

权基础诉请赔偿。 

4.2. 确保对精神损害的合理认定 

关于精神损害的认定，《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中做了非常严苛的明确规定。精神损害认定之所以设

置严苛是因为可能会导致精神损害赔偿的滥用。但是，法律规定中的“严重”这一限制条件使得受害人

在提供证据证明时更加困难。从我国立法角度来看，既然是精神损害赔偿，更应当以精神损害程度为基

础，而不以具体损失为计量起点。在侵害个人信息权益案件中，被侵权人的精神损伤往往与身体损伤不

成比例，但《民法典》中的精神损害门槛过高，只有精神痛苦程度到达严重程度才能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对于许多轻度的精神损害无法实现精神损害赔偿的填补损害的功能。由此可见在个人信息受侵害的案件

中，过高或过低的精神损害赔偿均无法实现对个人信息的保护，若遭受轻度的精神损害如接到骚扰电话

就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则可能会导致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滥用[11]；若要求只有遭受严重的精神损害

才能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则使得遭受精神损害程度较轻的被侵权人很难获得救济，同时也造成了被侵权人

的证明难题。 
出于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目的，防止滥用赔偿权利，又要考虑填补损害和安慰被侵权人，那么就要

在二者中间找到一种平衡——适当降低精神损害赔偿的要件。首先可以针对不同个人信息分类，是一般

个人信息还是敏感信息；再从程度上分辨轻微和一般、较轻、严重精神损害分别讨论。其次，适当扩大

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在现实生活中，不同权利主体的经济条件、社会地位、精神状态等对不同损害的

感知能力不同，所遭受的精神痛苦状态也不尽相同。在具体的精神损害验证中，难免需要考虑这些因素，

但为了精神损害赔偿的统一性和法律的权威性，对个人信息精神损害赔偿的认定需要更加全面，对于轻

微和较轻的精神损害要与严重的精神损害区别开来，采用多层次的精神损害赔偿。 

4.3. 保证对赔偿数额的妥当确立 

在精神损害领域，“损失”与“获利”无法用一个精细化的数字进行计算。因此在个人信息侵权案

件中，由法官酌定裁量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是普遍的做法。法官在个案中确定赔偿数额时有一定的考量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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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若能将考量因素固定，可以很大程度上降低自由裁量的主观性、随意性，为赔偿数额的确定提供一

个统一的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第 5 条规定

了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确定的考量因素。借助构建动态系统论的方式，结合相关司法解释的既有规定，

或可将下列因素作为精神损害赔偿数额认定的考量范畴之中： 
一是个人信息的私密性程度。通常情况下，个人信息越重要、越敏感、私密性程度越高，其被侵害

后构成损害的概率则越大[12]。应当认为私密性越高的个人信息被侵害时受到的精神损害更严重，同时所

应获得的精神损害赔偿数额也会更高。因此，“分而治之”是应对个人信息保护问题的最佳手段：普通

信息强调利用，私密信息则重在保护[13]。个人信息的私密性程度是我们在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时最先

应当考量的因素，它也更能体现个人信息的特性。 
二是个人信息侵权人的主观过错。个人信息侵权人的主观过错可以分为故意和过失。相较于过失，

故意的主观恶行更深。若侵权人明知自己未获得被侵权人的认可和同意或推知同意的意思表示，仍然擅

自搜集、使用、加工、储存和利用被侵权人个人信息，或怠于行使个人信息保护义务，导致被侵权人因

个人信息被泄露、盗取、滥用而产生侵害，法官应当酌定比过失更多的赔偿数额。反之，若侵权人是因

疏忽大意而未履行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义务导致个人信息权利人利益受损，则可以酌情考虑相对来说较低

的金额。 
三是侵权人的侵权方式及场合。个人信息侵权主要发生于互联网，具有传播速度快、覆盖范围广、

存续时间长的特性，故而延长了私密信息披露的存续时间，也扩大了其受众范围，更加剧了对个人情感、

声誉等精神方面的损伤。由此可见，个人信息侵权所造成的损害后果具有持续性的特征，遭受侵权的信

息主体要长期承受该侵权行为对自己带来的不良影响，故更易给信息主体造成更为严重的精神损害后果。 
四是损害后果的严重性。具体来说可以考虑个人信息侵权行为产生的损害后果给被侵权人的正常生

活造成了多大的影响，被侵权人精神状态的受损程度以及是否产生心理疾病等综合判断。 

5. 结语 

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每个人都置身于庞大信息流的裹挟之中，不可避免地融入信息的浪潮。互联网

技术的进步提高了我们对于数据算法的需求，同时也使得个人信息遭致不法侵害的风险升高，侵害个人

信息权益的行为屡见不鲜。个人信息内涵丰富，不仅是人格评议的重要指标，更与人格自由以及人格尊

严之间密切相关。为了真正实现信息主体对个人信息的“掌控”，确保在受到精神损害后，可以及时获

取相应救济，理应从个人信息侵权中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困境出发，对请求权依据的选择、精神损害的

认定标准以及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计算等方面予以进一步完善，以期能够对侵害个人信息权益所致精神

损害的救济问题作出更具针对性的解读和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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